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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两座 250 m 级高土石坝的实测沉降资料与有限元计算结果,分析了高土石坝的应变量级与应力水

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双曲线应力应变模型及其参数确定方法的合理性。 研究表明,250 m 级高土石坝竖直向

应变量级可以达到 5% ,故常规三轴试验可以适应变形预测对应变范围的要求,但坝内应力水平普遍较低,与确

定参数所用的高应力水平段试验数据不协调,从而给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带来不确定性。 为更充分地运用低

应力水平时的试验结果,建议了应力应变数据的多项式拟合方法,提出一个新的切线模量表达式。 对比研究表

明,双曲线模型及其参数确定方法高估了等向压缩应力状态下粗粒料的初始切线模量;低估了剪切应力状态下

粗粒料的切线模量。 文中所提出的表达式可以更好地与应力应变试验结果相吻合,且参数的不确定性大为降

低,为提高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的可靠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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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石坝工程应力变形计算中普遍采用邓肯双曲线非线性弹性模型和“南水”双屈服面弹塑性本构

模型模拟筑坝粗粒料的应力变形特性,两个模型均采用 Mohr-Coulomb 强度准则,其切线模量表达式[1-2]为

E t = (1 - R fSL) 2·k·pa· σ3 / pa
( )n (1)

式中:E t为切线模量;R f为破坏比参数;k 和 n 分别为初始模量基数及其指数,即 E i = k·pa·(σ3 / pa) n;pa为

大气压力;σ3和 SL分别为小主应力和应力水平。
上述模型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参数确定的便利性,其基本假定是偏应力(σ1 - σ3)与轴向应

变(ε1)之间的双曲线关系[1],即
σ1 - σ3 = ε1 / (a + bε1) (2)

式中:a 是初始模量 E i的倒数,即 a = 1 / E i;b 是偏应力渐进值(σ1 - σ3) ult的倒数,即 b = 1 / (σ1 - σ3) ult。 在整

理应力变形参数时,通常将式(2)改写为以下线性形式:
ε1 / (σ1 - σ3) = a + bε1 (3)

式中:a 和 b 是试验数据在 ε1 -ε1 / (σ1 - σ3)平面上最佳拟合直线在纵坐标上的截距及其斜率。
三轴压缩试验中,粗颗粒料应力应变关系在低应力水平和高应力水平时常常偏离双曲线假定,给模型

参数确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3]。 我国《土工试验规程》(SL 237—1999)建议,取应力水平 0. 70 和 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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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点的连线确定式(3)中 a 和 b 值。 由于土石坝内应力水平通常在 0. 75 以下[3],且常规三轴试验加载初

期结果受到装样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离散型,刘大康等建议根据应力水平为 0. 50 和 0. 75 时的试验数据

确定初始模量和偏应力渐进值[3]。 上述参数确定方法的本质都是根据高应力水平时的试验结果,通过外延

分析,确定初始切线模量 E i,因此参数确定中的不确定性始终是存在的。
初始切线模量的实质是小应变条件下的应力应变特性,较为有效的测定方法是开展小应变试验,如共

振柱试验[4]、弯曲元试验[5-6] 以及基于局部应变测量的三轴试验[7-8] 等,这些室内试验技术在黏土和砂土小

应变剪切模量测试中运用较为广泛,但在粗颗粒料中使用较少。 此外,共振柱和弯曲元试验测得的动剪切

模量可能高估静力加载时的初始模量[8-9],故不适用于土石坝填筑、蓄水等静力加载过程模拟。 我国已广泛

采用试样直径 30 cm 的大型三轴试验确定粗颗粒料的强度变形参数,探讨基于常规三轴压缩试验的切线模

量表达式及其参数确定方法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以水布垭面板堆石坝和糯扎渡心墙堆石坝的实测沉降以及有限元计算结果为例,研究了土石坝的

应变量级与应力水平。 提出了一个新的切线模量表达式与参数确定方法,能够更好地模拟粗颗粒料的轴向

应力应变特性,且参数确定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为提高土石坝应力变形预测的可靠性奠定了基础。

1　 高土石坝的应变量级与应力水平

1. 1　 高面板堆石坝

图 1 是我国清江水布垭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 233 m)最大断面沉降监测结果,各测点的原始位置(黑点

表示)与沉降后的位置(白点表示)之间的距离表示沉降值的大小。 该监测断面共布设 5 层沉降仪,各监测

高程及其最大沉降量亦示于图中。 可以推断,高程越低的部位填筑越早,其应变量值越大。 以高程 235 m 的

监测层为例,最大沉降量为 1. 32 m,位于坝轴线附近,该沉降是由高程 235 m 以上坝体填筑、高程 197 ~
235 m之间堆石体压缩引起的。 因此,坝轴线处 235 m 以下堆石体平均竖向应变为 1. 32 m / 38 m≈3. 5% 。

图 2 是三维有限元计算得到的最大断面竖向应变分布云图,其中计算模型为“南水”双屈服面模型,参
数由变形监测资料反演分析得到[10]。 满蓄时,该断面的最大竖向应变约为 4. 4% ,位于主、次堆石的水平向

交界面附近。 根据反演分析结果,主、次堆石的模量基数比约为 1. 65[10],因此,可以较明显地看出,相同高

程处,次堆石区的竖向应变要大于主堆石区。

图 1　 水布垭面板坝最大断面沉降监测结果

(2010-04-22)(单位:m)

Fig. 1 Settlement monitoring data at the maximum section

in Shuibuya CFRD (2010-04-22)(unit: m)

图 2　 有限元计算的水布垭面板坝最大断面竖向应变

分布云图

Fig. 2 Contours of vertical strain at the maximum section

in Shuibuya CFRD obtained by FEM s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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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有限元计算的水布垭面板坝最大断面应力水平分布云图

Fig. 3 Contours of stress level at the maximum section in
Shuibuya CFRD obtained by FEM simulations

　 　 图 3 是满蓄时最大断面应力水平分布云图,坝
轴线上游侧应力水平普遍低于 0. 3,这是因为蓄水

时水压力从近似小主应力方向施加,因此,应力莫

尔圆远离破坏线。 坝轴线下游侧坝体内应力水平

也比较低,下游坝坡局部范围内的最大应力水平仅

0. 48,可见,面板堆石坝内堆石体的应力水平很低,
很难达到《土工试验规程》 (SL 237—1999)建议的

用以确定双曲线模型参数的应力水平范围。

1. 2　 高心墙堆石坝

图 4 给出了我国澜沧江糯扎渡心墙堆石坝(最
大坝高 261. 5 m)最大断面的部分沉降监测结果,

图 4　 糯扎渡心墙坝最大断面部分沉降监测结果(单位:m)
Fig. 4 Some selected settlement monitoring data at the

maximum section in Nuozhadu ECRD(unit:m)

其中,砾石土心墙内的沉降分布如阴影部

分所示。 心墙内最大沉降约 3. 44 m,位于

高程 736. 6 m 处,该测值是 2012 年 7 月底

大坝填筑至 808. 0 m 高程 (距坝顶仅差

13. 5 m;临时坝高 248 m),水库蓄水至

770. 0 m(挡水水头 210. 0 m)时的监测结

果[11]。 可以估算,736. 6 m 以下砾石土心

墙料的平均竖向应变为 3. 44 m / 166 m≈
2. 1% 。 有文献对糯扎渡心墙坝防渗土料

的变形和渗透特性进行了反馈分析[12],其中,652 m 高程处心墙的沉降测值约 1. 9 m,因此,652 m 高程以下

心墙料的平均竖直向应变为 1. 9 m / 82 m≈2. 3% 。
谭志伟等[13]对施工期上、下游堆石体沉降进行了分析,大坝填筑至 774. 1 m 高程时(临时坝高约 214 m),

上游侧堆石体内最大沉降 2. 33 m,下游侧堆石体内最大沉降 1. 64 m,均位于 660 m 监测高程(见图 4)。 该

高程以下堆石体厚度分别约为 100 m(上游)和 90 m(下游),因此,上游高程 660 m 以下堆石料的平均竖向

应变为 2. 33 m / 100 m≈2. 3% ;下游高程 660 m 以下堆石料的平均竖向应变为 1. 64 m / 90 m≈1. 8% 。

图 5　 有限元计算的糯扎渡心墙坝最大断面竖直

向应变分布云图

Fig. 5 Contours of vertical strain at the maximum section
in Nuozhadu ECRD obtained by FEM simulations

图 5 是采用三维有限元法模拟大坝填筑和蓄

水过程得到的最大断面竖直向应变分布云图,其中

计算模型采用邓肯 E-B 模型,参数由变形监测资料

反演分析得到[12]。 填筑完成时,该断面的最大竖直

向应变约为 5. 6% ,位于心墙底部。 根据反演分析

结果,坝壳堆石料的模量基数 k(见式(1))约为砾

石土心墙料模量基数的 3 倍[12],因此,可以明显地

看出心墙内的竖直向应变大于两侧坝壳,即产生所

谓的拱效应。
图 6 是填筑竣工时最大断面堆石体和心墙料

的应力水平分布云图,应力水平大体上以坝轴线为

界,在两侧坝壳内呈对称分布。 由于坝壳料与心墙料变形模量差异大,因此两者接触界面上相互滑移,产生

剪切作用的趋势强烈,从而使该部位应力水平较高,最大值约 0. 6。 两侧坝壳以及心墙内部绝大部分区域内

应力水平不超过 0. 5,如图 6 所示。 Wu 等基于反馈分析得到的坝料应力变形参数,分析了满蓄时坝体内应

力水平分布情况[12]。 对于下游侧堆石料,由于水压力作用大体上是从小主应力方向施加的,应力莫尔圆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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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有限元计算的糯扎渡心墙坝最大断面应力

水平分布云图

Fig. 6 Contours of stress level at the maximum section in Nuozhadu
ECRD obtained by FEM simulations

蓄水而远离破坏线,故应力水平普遍低于 0. 4;对
于上游侧堆石料,蓄水后有效应力降低,且心墙向

下游位移,造成堆石体有效围压降低,故应力莫尔

圆接近破坏线,应力水平显著提高,心墙料与堆石

料接触界面的局部范围内应力水平达到 0. 9 以

上。 由此可见,心墙堆石坝下游侧堆石料应力水

平在施工和蓄水过程中始终保持较低水平;上游

侧堆石料应力水平在施工过程中较低,但蓄水后

显著提高,其变化范围明显比《土工试验规程》
(SL 237—1999)建议的用以确定双曲线模型参数

的应力水平范围要广。
上述两座高度 250 m 级高土石坝实测沉降与应力变形计算分析结果表明:
(1) 土石坝坝体内的最大竖直向应变可以达到 5% 左右,最大剪切应变应处于相同的量级。 该应变量

值要比挡土墙、地基、隧道等岩土工程常见应变范围大,如图 7 所示。 其中,挡土墙、地基和隧洞的剪应变范

围取自文献[8],土石坝剪应变范围根据本文上述分析添加。 对于最大竖向应变达到 5% 的土石坝工程而

言,测试轴向应变小于 0. 1%时的变形模量意义不大,大型三轴剪切试验已经可以满足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

对应变范围与分辨率的要求。
(2) 面板坝堆石料以及心墙坝下游侧堆石料填筑和蓄水后应力水平普遍较低;心墙坝上游侧堆石填筑

过程中应力水平较低,但蓄水后可达到 0. 9 以上,应力水平变化范围较大。 采用双曲线模型模拟坝料轴向应

力应变关系时,参数确定所用的应力应变段与坝体内实际应力应变范围明显不符,如图 8 所示。 土石坝应力

变形计算中,绝大部分区域堆石料的应力应变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少量试验结果外延得到的。

图 7　 典型岩土工程的剪切应变分布

Fig. 7 Strain ranges for typical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图8　 双曲线模型参数确定与土石坝实际应力状态的偏差

Fig. 8 Contradiction in parameter calibration and real states
in earth and rockfill dams

上述双曲线模型参数确定方法与土石坝实际应力状态之间的偏差增加了高土石坝变形计算结果的不

确定性,其根本原因是双曲线模型难以全面模拟堆石料轴向应力应变关系,如低应力水平时应力应变试验

结果在 ε1 -ε1 / (σ1 - σ3)平面上明显偏离线性假定[3]。 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提出能够更好地模拟轴

向应力应变关系的数学模型,更充分地运用低应力水平时的试验结果。

2　 初始模量参数确定方法

2. 1　 应力应变数据的多项式拟合

图 9 中给出了我国新疆某面板砂砾石坝中筑坝堆石料与砂砾石料在 5 种不同围压下的三轴压缩试验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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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现以这两种粗颗粒坝料为例,说明本文拟建议的多项式拟合方法。
记应力应变曲线上偏应力的峰值为(σ1 - σ3) f,对应的轴向应变为 εf(见图 8),则图 9 中各围压下的试

验结果可以用单位化的应变 ε1 / εf和单位化的偏应力(σ1 - σ3) / (σ1 - σ3) f表示。

图 9　 土石坝筑坝粗颗粒料的三轴压缩试验结果

Fig. 9 Triaxial compression experiments on typical coarse granular materials in rockfill dams

现假定两者之间可以用多项式拟合(以 4 次多项式为例):
(σ1 - σ3) / (σ1 - σ3) f = c4 (ε1 / εf) 4 + c3 (ε1 / εf) 3 + c2 (ε1 / εf) 2 + c1(ε1 / εf) (4)

则拟合试验数据的本质是确定 c1 ~ c4,使试验结果与式(4)预测结果误差最小。 注意:式(4)满足 ε1 / εf = 0
时(σ1 - σ3) / (σ1 - σ3) f = 0 的基本条件。 在应力应变曲线的峰值点处 ε1 / εf = 1 且(σ1 - σ3) / (σ1 - σ3) f =

1,因此 c1 ~ c4还需满足∑ci = 1 的条件,故式(4)可以改写为

y = c4x4 + c3x3 + c2x2 + (1 - c2 - c3 - c4)x (5)
或

y - x = c4(x4 - x) + c3(x3 - x) + c2(x2 - x) (6)
式中:x = ε1 / εf;y = (σ1 - σ3) / (σ1 - σ3) f。

设有一组三轴压缩试验数据(xi, yi)( i = 1 ~ n),并引入下述向量 b、向量 c 和矩阵 A
b = (y1 - x1 　 y2 - x2 … yn - xn) T;　 c = (c4 　 c3 　 c2) T (7)

A =

x1
4 - x1 x1

3 - x1 x1
2 - x1

x2
4 - x2 x2

3 - x2 x2
2 - x2

︙ ︙ ︙
xn

4 - xn xn
3 - xn xn

2 - xn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8)

则运用式(6)拟合试验结果时的误差 f 可表示为

f = (b - Ac) T(b - Ac) (9)
欲使误差最小化,只需令上式对各拟合参数 ci的偏导数为零,即

∂f
∂c = 2 ATAc - 2 ATb = 0 (10)

因此,只需求解式(10)中所给出的线性方程组即可确定 c2 ~ c4,并进一步确定 c1,该过程本质是基于最小二

乘法的参数拟合。
待各拟合参数确定后,由式(4)可以得到不同应变时的切线模量,即

E t =
∂(σ1 - σ3)

∂ε1
=

(σ1 - σ3) f

εf
4c4

ε1

εf
( )

3

+ 3c3
ε1

εf
( )

2

+ 2c2
ε1

εf
( )

1

+ c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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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初始切线模量为

E i = c1 (σ1 - σ3) f / εf (12)
式(11)和式(12)有两个优点:首先,多项式可以适应不同应力应变曲线形态,拟合参数 c1 ~ c4的确定可

以使用从等向压缩应力状态到峰值应力状态之间整个加载过程的试验数据;其次,主要变量(σ1 - σ3) f和 εf

可直接从试验结果读取,两者是大扰动状态时的物理量,受初始加载段端部嵌入误差的影响可以忽略。
表 1 列出了根据试验结果确定的不同围压下的拟合参数,式(12)确定的各围压下的初始切线模量以及

根据指数函数式(1)拟合的参数 k 和 n 如图 10 所示。 根据双曲线模型参数确定方法得到的初始模量及其参

数亦绘于图中,以便比较。 从图 10 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试验所取的围压范围内,运用多项式拟合得到的两

种粗颗粒料的初始切线模量要明显低于运用双曲线模型得到的初始切线模量。 由于多项式拟合运用了整

个加载过程的应力应变数据,因此可以认为其初始切线模量与实际情况更为符合,这意味着双曲线模型及

其参数确定方法易高估粗颗粒料的初始模量。

表 1　 基于两种坝料三轴压缩试验结果得到的拟合参数

Tab. 1　 Fitting parameters obtained based on triaxial compression experiments on two dam materials

坝料 围压 σ3 / MPa (σ1 - σ3) f / MPa εf / % c1 c2 c3 c4

堆石料

0. 4 1. 995 8. 41 4. 612 6 - 9. 196 1 8. 632 2 - 3. 048 6

0. 8 3. 727 10. 66 3. 902 7 - 6. 664 4 5. 729 0 - 1. 967 2

1. 2 5. 103 11. 93 3. 674 4 - 5. 988 3 4. 908 1 - 1. 594 1

2. 0 7. 804 12. 09 3. 057 0 - 3. 854 1 2. 630 8 - 0. 833 6

3. 0 11. 198 12. 12 2. 448 3 - 2. 381 2 1. 431 5 - 0. 498 6

砂砾石料

0. 4 2. 091 6. 33 3. 924 6 - 6. 221 2 4. 631 5 - 1. 335 0

0. 8 3. 752 7. 93 3. 297 4 - 4. 132 4 2. 272 9 - 0. 437 8

1. 2 5. 216 10. 08 3. 576 1 - 4. 718 1 2. 522 4 - 0. 380 5

2. 0 8. 096 9. 85 2. 245 8 - 0. 492 0 - 1. 961 2 1. 207 4

3. 0 11. 332 10. 86 2. 103 3 0. 161 7 - 2. 770 7 1. 505 6

图 10　 两种模型得到的初始模量与围压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itial modulus and confining pressure in two models

2. 2　 初始加载段对参数确定的影响

粗颗粒料大型三轴压缩试验中,轴向加载初期的端部嵌入误差很难避免,因此在整理切线模量或应力

剪胀关系等数据时初始段往往较为离散[14-15],可靠的参数确定方法应基本不受初始加载段数据的影响。
表 2 列出了运用不同应力水平范围试验结果确定的 c1值,其中标号①数据取自表 1,使用整个加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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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数据;标号②应力水平低于 0. 1 时的试验数据弃用,从而消除初始加载段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看出,
两种方案确定的参数 c1值相对误差基本不超过 1% ,这是因为在运用整个加载段试验数据,使式(9)中拟合

误差最小化时,初始段所占比重和贡献较小,因此对参数拟合的影响不大。 式(12)表明,初始模量与 c1值成

正比,因此是否运用应力水平低于 0. 1 时的试验数据对初始模量的影响亦不会超过 1% 。 可见,运用本文建

议的多项式拟合方法时,即使初始加载段试验数据的可靠性较差,其对初始模量参数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

略的,这一点与双曲线模型截然不同。 双曲线模型中,初始加载段数据在 ε1 -ε1 / (σ1 - σ3)平面上明显不符

合线性假定,是否包含该段试验数据对最佳拟合直线的方程式(含截距与斜率)影响很大,从而对初始模量

参数造成很大影响。

表 2　 运用不同应力水平段试验结果得到的拟合参数 c1
Tab. 2　 Obtained values of c1 based on different segments of triaxial compression experiments

坝料
围压 /
MPa

拟合参数 c1

①: SL = 0 ~ 1. 0 ②: SL = 0. 1 ~ 1. 0
② -① /①/ ‰ 坝料

围压 /
MPa

拟合参数 c1

①: SL = 0 ~ 1. 0 ②: SL = 0. 1 ~ 1. 0
② -① /①/ ‰

堆
石
料

0. 4 4. 612 6 4. 626 0 2. 9

0. 8 3. 902 7 3. 903 5 0. 2

1. 2 3. 674 4 3. 682 7 2. 3

2. 0 3. 057 0 3. 064 4 2. 4

3. 0 2. 448 3 2. 453 8 2. 2

砂
砾
石
料

0. 4 3. 924 6 3. 960 8 9. 2

0. 8 3. 297 4 3. 316 0 5. 6

1. 2 3. 576 1 3. 598 5 6. 3

2. 0 2. 245 8 2. 259 7 6. 2

3. 0 2. 103 3 2. 125 3 10. 5

3　 切线模量表达式

粗颗粒料的切线模量随着剪应力或者剪应变的增加而减小,原则上构建切线模量模型即可以采用剪应

力,也可以采用剪应变作为自变量。 式(1)所示的切线模量方程中采用了剪应力作为自变量(蕴含在应力水

平 SL中);堆石料动剪切模量模型中则普遍采用动剪应变作为自变量[2]。 基于应力状态构建切线模量模型

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可以在其中蕴含破坏准则,如 R f = 1 时,式(1)所预测的切线模量在应力水平趋于 1 时趋

向于 0,即荷载不变时,应变可以无限发展。 因此,SL = 1 就是破坏条件。 在实际运用双曲线模型时,R f < 1,
即使 SL = 1,切线模量依然为正,故式(1)所示的切线模量方程无法模拟剪切破坏[16]。 图 11 和图 12 中分别

绘制了由式(11)计算的单位化切线模量(E t / E i)与应力水平 SL以及单位化应力比(η /Mf)之间的关系,其中

应力比 η 是广义剪应力与平均有效应力之比;Mf是峰值应力比,可直接由试验结果确定[16]。
从图 11(a)和图 12(a)中可以看出,堆石料在 5 种不同围压下,切线模量与应力水平或者应力比存在良

好的归一化关系,尤其是应力水平 SL低于 0. 6 或者应力比 η /Mf低于 0. 8 时。 对于砂砾石料,围压为 0. 4,0. 8
和 1. 2 MPa 时,切线模量与应力水平或者应力比存在良好的归一化关系;但围压为 2. 0 和 3. 0 MPa 时,数据

点明显偏离该归一化关系,如图 11(b)和图 12(b)所示。 其原因是高围压下试验数据的整体趋势与低围压

下不同(见图 9(b)),因此参数拟合时 c3和 c4的符号与低围压时相反(见表 1)。 尽管不同围压下,图 11 和图

12 中数据点存在离散性,但所表现出的形态始终是一致的。 通过尝试多种不同形式的函数,作者发现下述

非线性函数可以较好地模拟切线模量与应力水平或者应力比之间的关系,即

E t = [1 - (SL) α]
1
α ·E i = [1 - (SL) α]

1
α ·k·pa·(σ3 / pa) n (13)

或者

E t = [1 - (η / Mf) β]
1
β ·E i = [1 - (η / Mf) β]

1
β ·k·pa·(σ3 / pa) n (14)

式中:α 和 β 分别是采用应力水平和应力比作为应力变量时的拟合参数。 注意:因多项式拟合得到的 E i与围

压 σ3在双对数图中亦大体呈线性关系,故式(13)和(14)中仍然采用了指数型初始模量表达式。 图 11 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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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运用数据点确定了两种粗粒料的参数 α 和 β,并将模拟曲线与数据点进行了对比,其中堆石料直接运用

5 种围压下的所有数据确定参数;砂砾石料分别运用围压为 0. 4,0. 8 和 1. 2 MPa 以及围压为 2. 0 和 3. 0 MPa
时的两组数据确定了两组参数。

图 11　 两种筑坝粗颗粒料切线模量与应力水平的关系

Fig. 11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ngential modulus and stress level for two dam materials

图 12　 两种筑坝粗颗粒料切线模量与应力比的关系

Fig. 12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ngential modulus and stress ratio for two dam materials

图 13　 两种模量衰减函数的差异

Fig. 13 Differences in modulus degradation functions

　 　 图 13 中对比了式(1)和式(13)模拟曲线的差异,其中实线

和虚线是根据式(13)及图 11 和图 12 中参数确定的曲线,是三

轴压缩试验结果的最佳拟合;点划线是不同破坏比 R f时,由式

(1)预测的曲线。 可以看出,对于粗颗粒料常见的破坏比范围

以及土石坝坝体内粗颗粒料应力水平范围,双曲线模型预测的

不同应力水平时的单位化切线模量(E t / E i)要低于实际值;而
当应力水平接近于 1 时,双曲线模型会高估粗粒料的实际切线

模量。 双曲线模型在剪切应力状态下对于单位化切线模量的

低估效应和等向压缩应力状态下对于初始切线模量的高估效

应可以相互抵消,对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结果的最终影响取决

于何种效应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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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我国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普遍采用双曲线函数模拟轴向应力应变关系,其参数大多通过常规三轴压缩

试验确定。 本文基于高土石坝实测变形资料、筑坝粗颗粒材料三轴压缩试验以及土石坝三维有限元计算结

果对上述模型和参数确定方法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建议了轴向应力应变数据的多项式拟合方法和切线模

量表达式,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高度 250 m 级的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和心墙堆石坝最大竖向应变可以达到 5% 左右,该应变量值

比挡土墙、地基、隧道等岩土工程常见应变范围大,测试轴向应变小于 0. 1% 时的变形模量对于静力加载问

题的意义不大,现行大型三轴剪切试验已经可以满足高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对应变范围的要求。
(2) 土石坝坝体内应力水平普遍较低,采用双曲线模型模拟坝料轴向应力应变关系时,大多采用高应力

水平段的试验数据确定参数,参数确定和实际应力水平范围的不协调增加了现行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结果

的不确定性。
(3) 应力应变数据的多项式拟合方法可以充分利用整个加载过程中的试验数据,受到初始加载阶段试

验结果的影响较小,且可以避免直接处理试验数据时的振荡现象,可使参数确定时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
(4) 双曲线模型有高估等向压缩应力状态下初始切线模量,低估剪切应力状态下单位化切线模量的两

种相反趋势,运用于土石坝应力变形计算时,两种效应可能相互抵消,最终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差异取决

于何种效应更为显著。
本文对堆石料和砂砾石料进行数据处理时采用了 4 次多项式拟合试验结果,并根据拟合参数确定初始

模量参数,研究剪切模量随应力水平和应力比的变化规律,实际运用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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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ngential modulus model for coarse granular material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thod for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FU Zhongzhi1, 2, ZHANG Yijiang1, CHEN Shengshui1, 2, YUAN Jing3

(1.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arth-Rock Dam Failure Mechanism and
Safety Control Techniques,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Nanjing 210029, China; 3. Jiangning Water Resources Bureau of Nanjing,
Nanjing 211112, China)

Abstract: The strain magnitude and the stress level in high earth and rockfill dams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field
settlement data and the corresponding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results of two typical dams with heights of about
250 m.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widely used hyperbolic model and its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method we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shear strain in 250 m-high earth and rockfill dams can achieve a magnitude of 5% ,
and triaxial experiments can be satisfactorily used in deformation prediction. However, the stress level in dams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ose segments of experimental data used for parameter determination, which adds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to stress and deformation analysis. To use the experimental data at low stress level fully, a polynomial
method is suggested to fit the stress stain data and a new tangential modulus model is proposed. It is found that the
initial loading modulus under an isotropic stress state is overestimated by the hyperbolic model, while the tangential
modulus under a shear stress state is underestimated. The newly proposed model can fit the experimental data better
and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 the calibrated parameters is considerably reduced,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stress and deformation analysis for high earth and rockfill dams.

Key words: earth and rockfill dam; coarse granular material; stress and strain; hyperbol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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